
从《儒林外史》中的文人聚会看
明清江南城市的文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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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明清之际，江南城市出现了完备的四级城市层级体系。《儒林外史》以相当的篇幅，描

写了发生在这些不同层级城市中的文人聚会活动，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明清时期江南城市的文化

风貌。明清江南城市的文化集聚与辐射功能得以实现的基础，便是其独特的交通、经济、人文与自

然风光等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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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取得了飞速的发展，这突出

体现在出现了完备的城市层级体系，它在同时期全

国城市中具有极为典型的意义，从全国中心城市，到

区域中心城市，再到一般府县城市，再到新兴城镇和

市镇，构成了明清时期完备的四级城市层级体系。

《儒林外史》的大部分故事，正是以这个庞大的城市

群体为发生背景。这不能不引起我们对《儒林外史》

一书与明清江南城市关系的思索。本文拟以小说所

写江南城市中的文人聚会为切入点，来探究其所体

现的城市文化功能及其成因与基础。

一、《儒林外史》中的文人聚会
及其所体现的文化集聚与辐射功能

　　《儒林外史》中，描写过多次文人的聚会活动，其

中突出者有娄家二位公子发起的湖州莺脰湖之会、

杭州西湖斗方名士们的所谓诗会、杜慎卿组织的莫

愁湖湖亭大会，以及寄托了作者救世理想的南京泰

伯祠祭典。这些聚会的发生地都在江南城市中，这

或许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明清时期江南城市的某种文

化功能。

城市的文化集聚功能，指的是以城市为中心，各

种文化得以在此聚集交流，交汇交融。其中，作为文

化活动主体和文化精神载体的文人聚会，正是城市

文化集聚功能的集中体现。而文人的聚会必然带来

文化的集聚，这在《儒林外史》的几次文人聚会中得

到了充分的体现。

全国中心城市南京的文人聚会。明清时期，南

京是江南最大的全国性中心城市。在《儒林外史》

中，南京的文人活动占据了很大的篇幅。从第二十

四回开始，至全书终结，共有二十二回写到了发生在

南京的故事。其中，有两次大的聚会活动，一次是杜

慎卿组织的莫愁湖湖亭大会，另一次则是寄托了作

者救世理想的南京泰伯祠祭典。

第三十回的南京莫愁湖之会，是一次类似于现

代选美或歌舞比赛的大型文化活动：“安庆季苇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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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长杜慎卿，择于五月初三日，莫愁湖湖亭大会。通

省梨园子弟各班愿与者，书名画知，届期齐集湖亭，

各演杂剧。每位代轿马五星，荷包、诗扇、汗巾三件。

如果色艺双绝，另有表礼奖赏。风雨无阻。特此预

传。”①这是莫愁湖会之前杜慎卿发出的一张知单，

通知全省戏班愿意参与的旦脚赴会，还邀请了十一

位南京的文人名士。最终，南京莫愁湖聚会聚集了

“六七十个唱旦的戏子”，“都装扮起来，一个个都在

亭子前走过，细看一番，然后登场做戏”。可谓是一

次全省戏曲艺术的盛会。可见南京这座城市的文化

集聚力。

祭祀泰伯祠则是书中描写得最为详尽的一次文

人聚会，这次活动不同于书中其他的文人聚会，或为

随性游宴、或为诗文切磋、或为娱乐扬名，而是一次

寄托了活动参与者（迟衡山、杜少卿、庄绍光、虞育德

等人）和作者自己恢复礼乐、振济末世理想的大事。

从筹办到最后祭礼结束贯穿第三十三回至三十七

回。第三十七回中对祭礼的描述更是不厌繁琐。祭

鼓三通后，执事者各司其事，初献、亚献、终献、侑食

之礼依次而行，全循古礼。参与人数也是全书聚会

之最，执事者连同“佾舞的孩子，共是三十六人———

通共七十六人”。参加祭礼的文人共有二十四位，其

中有很多来自他乡外埠，他们都是一闻盛典，便踊跃

而至。这次祭礼聚集了书中品格较高的文人真儒，

大家共同募集资金，严格遵循周礼制定祭礼的程序，

推选出品德高尚的“真儒”虞育德博士主祭，是儒家

以礼治国精神的一次庄严演习，也是一群在倾颓世

风下秉承儒家治国理想的文人的大型聚会。

区域中心城市杭州的文人聚会。《儒林外史》还

写到在杭州举行的类似的文人集会活动，书中第十

八回写到了一次西湖诗会，由一群附庸风雅的所谓

“名士”自发组织，大家在会前都收到请帖，写清楚集

会的时间、地点、主题，各人应出分资，集会时，大家

用凑齐的份子钱买来酒食，在西湖边于公祠借了地

方，饭后大家拈阄分韵，回家各自将诗写好后誊抄在

一张纸上，每人分发一张。西湖之会有着明确的文

化主题———诗会，众人齐集作诗，互相交流诗作，并

形成了集会的书面成果。这些“诗人”和诗作的水平

如何暂且不论，但这种聚会形式所体现出的文化集

聚现象是客观存在的，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杭州西

湖的文化吸引力。

一般府县城市湖州的文人聚会。如果说杭州西

湖诗会还算是一次预先筹备安排，具有特定文化主

题的集会，那么湖州二娄发起的莺脰湖之会则只能

算是一次随性的游宴了。二娄是没落相府公子，满

腹牢骚，才识平庸，却热衷于效仿孟尝信陵的养客之

举，集合了一群不伦不类的所谓“名士”聚会莺脰湖：

“席间八位名士，带掣杨执中的蠢儿子杨老六也在船

上，共合九人之数。当下牛布衣吟诗，张铁臂击剑，

陈和甫打哄说笑，伴着两公子的雍容尔雅，蘧公孙的

俊俏风流，杨执中古貌古心，权勿用怪模怪样：真乃

一时胜会。两边船窗四启，小船上奏着细乐，慢慢游

到莺脰湖。”这次聚会虽然不像以上几次有明确的主

题，但它标榜的是与会众人自诩的“高士”风度，也算

是一种文化的集聚与交流。

以上几次文人聚会，分别发生在不同层级的江

南城市中。显而易见，无论从与会人员的素质、数

量，还是聚会本身的规模，抑或聚会产生的影响来

说，区域中心城市要优于一般府县城市，而全国中心

城市又优于区域中心城市。这说明文人聚会活动的

兴盛程度与城市的发达程度具有一定的关联性，也

说明了城市对文化的兴盛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基础性

作用。

尽管这些文人聚会规模有大有小，人员良莠不

一，组织或精心或随意，但基本上每次文人聚会都有

着一定的文化主题和内涵，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城市

在文化集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在这个过程中，

每一个人都代表或带来某种特质的文化，这些不同

特质的文化在江南城市中相激相荡，相克相生，交

汇、交融并变化着，然后又通过各种渠道流布传播开

去，由此带来了城市的文化辐射功能。

所谓文化的辐射功能，即是指集聚的文化又传

播开来，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形成影响，其影

响的时间长短和范围大小视所在城市的性质和活动

的规模层次而定。

以前述几次文人聚会为例：南京莫愁湖聚会场

面盛大，又是雅俗共赏，因而吸引了全城百姓的围

观：“城里那些做衙门的、开行的、开字号店的有钱的

人，听见莫愁湖大会，都来雇了湖中打鱼的舡，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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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蓬，挂了灯，都撑到湖中左右来看。看到高兴的时

候，一个个齐声喝彩，直闹到天明才散”。会后还评

选出了与会的旦脚们的名次高下，“那些小旦，取在

十名前的，他相与的大老官来看了榜，都忻忻得意，

也有拉了家去吃酒的，也有买了酒在酒店里吃酒庆

贺的。这个吃了酒，那个又来吃，足吃了三四天的

贺酒。

泰伯祠祭礼结束后，众人回城路上，“见两边百

姓，扶老携幼，挨挤着来看，欢声雷动。马二先生笑

问：‘你们这是为甚么事？’众人都道：‘我们生长在南

京，也有活了七八十岁的，从不曾看见这样的礼体，

听见这样的吹打。老年人都说这位主祭的老爷是一

位神圣临凡，所以都争着出来看。’”到第五十五回，

还有南京市民追忆当年祭礼的盛况，此时泰伯祠已

经破败不堪，因此市井奇人盖宽叹息道：“这样名胜

的所在，而今破败至此，就没有一个人来修理。多少

有钱的，拿着整千的银子去盖僧房道院，哪一个肯来

修理圣贤的祠宇！”这叹息之中，包含了作者对圣贤

之道衰落和世风颓败的无限感慨。由于泰伯祠祭祀

层次更高，因而其影响更久远。

相比南京城里的文化活动，杭州的西湖诗会的

辐射功能似弱不少，但即便如此，也不是“众人把这

诗写在一个纸上”，“贴在壁上”就了事。第五十四

回中，提到了南京丁言志在看一本书，说是莺脰湖唱

和的诗，是“当年胡三公子约了赵雪斋、景兰江、杨执

中先生；匡超人、马纯上一班大名士，大会莺脰湖，分

韵作诗”。尽管这里因后人讹传，将莺脰湖之会和西

湖诗会混淆了，但从所举人名可知是西湖诗会，可见

当时的诗作后来竟也流传开，并刊刻成书了。

除了文人聚会所形成的文化辐射，《儒林外史》

中还写到了书籍的传播，这也是一种文化的辐射。

其中最典型的例子要数第十八回杭州书坊主的一段

话：“目今我和一个朋友合本，要刻一部考卷卖……

不知要多少日子就可以批得出来？我如今扣着日

子，好发与山东、河南客人带去卖。”江南刊刻的考卷

要卖到山东和河南这两个中原文化大省，其影响的

范围不可谓不广。

明清时期的江南城市以其文化辐射的广度，对

周边地区的文化起到了一种引领的作用。这种引领

作用一方面表现为周边地区的文人往往对中心城市

的文人行为进行有意识的效仿，如第四十七回，在

“势利薰心”的五河县，出了一位世代诗书之家的虞

秀才，不顾乡人白眼嘲笑，独力重修元武阁，此举便

是受到了迟衡山当年重修泰伯祠精神的感召；另一

方面，这种文化引领还体现在周边地区的文人对大

城市文人的崇拜与认同上，如第二十八回，盱眙县的

书坊主诸葛天申就专程来到南京，寻求南京的名家

选书，并说过这样一番话：“这选事，小弟自己也略知

一二，因到大邦，必要请一位大名下的先生，以附骥

尾。”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小地方的书坊主，为了

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和书籍销量，往往寻求名家合作

选书，这说明大城市名家在周边地区明显具有较高

的号召力和认同度。

二、明清江南城市文化
功能得以形成的基础性条件

　　 “人类文明史上每一次艺术的黄金时代，都有

一个城市作为背景与支撑，城市作为一种文化现象

与艺术活动之间有内在的必然联系，并且对于艺术

的繁荣来说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①。这种城市对

于艺术繁荣所起到的基础性作用，具体落实到明清

时期的江南城市，便是其独特的交通、经济、人文与

自然风光等条件。

首先，江南城市间便利的水路交通为文人的交

游与文化的流布提供了先决条件。《儒林外史》中所

涉及的江南城市，有乌镇、嘉兴、湖州、萧山、杭州、芜

湖、扬州、苏州、安东、南京等十余个，可以说，《儒林

外史》作者带领着读者随着一个个书中人物的行踪

转移，在第八回至五十五回的小说中，对江南的大小

城市进行了一次迂回往复的“巡游”，空间转换的频

率之高令人应接不暇，这其实反映了江南水路交通

便利、大小城市密集的地域特点。

在这样的“巡游”中，我们发现，江南地区文人们

的出行是相当便利的，其四通八达的水路网络使文

人们相互交往和游乐显得如此轻松与风雅，因此才

有《儒林外史》中那么多有关交游、探访、聚会和唱和

的描写，并形成了当时江南文人圈相互联系紧密的

特点。以第九回湖州二娄三访杨执中的故事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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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娄府二位公子去湖州新市镇探访“高人”杨执

中，他们“叫了一只小船，不带从者，下午下船，走了

几十里。此时正值秋末冬初，昼短夜长，河里有些朦

朦的月色。这小船乘着月色，摇着橹走。……小船

摇橹行了一夜，清晨已到新市镇泊岸。”如此旅程，颇

有点王子猷雪夜访戴的意味，这也正好迎合了两位

娄公子心理上的自我期许。所以一访不得并没有影

响他们结交“世外高人”的兴致，“过了四五日，又叫

船家到镇上”，然而他们又吃了闭门羹，所幸“这日虽

霜风凄紧，却喜得天气晴朗，四公子在船头上，看见

山光水色，徘徊眺望”。二位相府公子，能够降贵纡

尊，一而再、再而三地去拜访一个镇上盐店的管事先

生，试想如果不是有江南便利的水路交通和沿途诗

意的景色，而是车马劳顿、风尘仆仆地赶路，恐怕他

们也难有如此雅兴了。

文化的聚集和辐射需要以人的流动或书籍的传

播为载体，江南城市之间便利的水路交通为文人和

书籍在各个城市之间的往来流动提供了极大的方

便，从而提高了文化的传播速度和效率。

其次，江南繁荣的城市经济为文人们提供了多

种谋生之道，使大量没有走上仕途，也没有固定产业

的文人得以在此谋生。《儒林外史》之所以名为“外

史”，乃是因为其中的文人主体，不是“学而优则仕”

的科举成功者，而是一群没能或不愿跻身仕途的不

第文人。在这些文人中，更有大批没有祖传基业的

贫穷文人，繁荣的江南城市经济为他们提供了较之

农村更多的谋生方式。其中最有时代与地域特色的

一种“职业”当属“时文选家”。明清江南刻书业十分

发达，出现了很多著名的书坊和书商。时文墨卷为

当时的畅销书籍，而选评这些墨卷的选家则多为熟

悉科举考试规则，却屡试不第的文人。书坊为了编

选时文集，便会聘请这些文人住在书坊楼上，供应食

宿，并付给酬劳。价格的高低往往和编者的名气大

小、以前选出的文集是否畅销有关。《儒林外史》中，

马纯上、匡超人就是两个这样的时文选家。马纯上

在嘉兴文海楼书坊选一部书，得到的束脩是一百两

银子，可算是一份相当可观的收入了。匡超人避祸

来到杭州，寄宿在文翰楼，正是身无分文之际，书坊

主人找他选文章，这才解了燃眉之急，由此跻身“选

家”之列。

《儒林外史》还描写了一个与选文行业密切相关

的群体———中间人。落魄文人季恬逸流落南京，“因

缺少盘缠，没处寻寓所住，每日里拿着八个钱买四个

吊桶底作两顿吃，晚里在刻字店一个案板上睡觉。

……那一日早上，连饼也没的吃，只见外面走进一个

人来……那人道：‘请问先生，这里可有选文章的名

士么？……不拘哪一位。我小弟有二三百银子，要

选一部文章。烦先生替我寻一位来，我同他好合

选。’”季恬逸于是帮他牵线搭桥，得以度日。他所赚

取的，就是从那“二三百银子”中抽取的中介费。

与选文性质接近的，就是卖文为生。第三十六

回，虞育德为帮补已落魄的杜少卿，说道：“前日中山

王府里说，他家有个烈女，托我作一篇碑文，折了个

杯缎表礼银八十两在此。我转托了你，你把这银子

拿去作看花买酒之资。”像这样的机会，也只有在较

大的城市才有可能经常出现。

等而下之的，是混迹于市井之中的一些文人，依

靠算命扶乩（陈和甫）、拆字（匡超人）、刻章（郭铁

笔）、修补乐器（倪老爹）等方式，也都可勉强维持生

计。可以说，繁荣富庶的江南城市经济，为当时一大

批“南漂”文人提供了各种谋生之道。

再次，江南深厚的历史人文积淀为城市文化的

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自晋室南渡和宋王朝南迁

以来，历经多朝积累，全国经济中心南移，江南不仅

经济繁荣，而且文化发达，具体体现在江南多文化世

家，多饱学之士，多读书子弟，他们对江南文化的发

展贡献尤多；其中特别是江南世家子弟，对江南城市

的文化繁荣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这些世家子弟

往往是饱学之士，又拥有祖上传下的基业，生活富贵

悠闲，一方面可以潜心学问、吟风弄月；另一方面又

有财力广交文友，为一些没有能力支付文化活动费

用的无业文人提供游玩、创作的机会与平台。这促

使很多无业文人闻风而至，向江南城市聚集。

如小说中的娄府二位公子、杜慎卿、杜少卿等就

是这样的江南世家子弟。就以莫愁湖会为例：所有

人的酒饭，付给各个戏班的“代轿马银各五星，荷包、

诗扇、汗巾三件”，还有会后赏赐给第一名小旦的金

杯，都所费不菲。杜少卿更是“平居豪举”，将家产散

尽，以至于在一次从安庆回南京的途中“只剩了五个

钱”，如果不是路上遇到故人，险些回不了家。但即

便如此，在回到南京的次日，迟衡山向他募集修建泰

伯祠的银两时，他还是欣然认捐三百两。可见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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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世家子弟对文化的热心参与和推动。

最后，江南城市的秀丽景色也为文化活动的举

办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南京、杭州、苏州、

湖州等地，自古以来便是全国闻名的风景胜地，也是

著名的山水园林城市。这些城市作为诗意的栖居

地，可以充分激发文人的创作灵感。在这样的环境

中，文人更容易产生进行聚会和创作的冲动与意愿。

小说中写到的数次文人聚会，都是发生在著名的风

景名胜地。

莫愁湖会文人雅士齐集，品评梨园高下，个中风

物景色，唯江南才有。当天，通省一百三十多个戏班

的旦脚，齐聚莫愁湖，“诸名士看这湖亭时，轩窗四

起，一转都是湖水围绕，微微有点薰风，吹得波纹如

榖”。“到晚上，点起几百盏明角灯来，高高下下，照

耀如同白日；歌声缥缈，直入云霄”。真是何等旖旎，

何等风雅！当时也只有在南京这样的通都大邑和江

南中心城市，才可能有如此号召力，组织起这样的文

化盛事。

小说第二十九回，杜慎卿曾感叹南京的“菜佣酒

保都有六朝烟水气”，可见所谓“六朝气”已渗透到这

座城市的肌理。重建之后的泰伯祠，自然也离不开

南京作为六朝古都的气韵，其恢弘的规模，古朴的形

制，直观地展现了六朝古都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

西湖诗会尽管是附庸风雅，但此前匡超人去寻

找景兰江，有一段话颇可点出江南风物与文化活动

之间的关系：“问左右店邻，店邻说道：‘景大先生么？

这样好天气，他先生正好到六桥探春光，寻花问柳，

做西湖上的诗。绝好的题目，他怎肯在店里坐着？’”

店邻的回答生动地说明了西湖风光对文人日常生活

的吸引力。西湖诗会的位置，一开始选在“西湖十

景”之一的花港，后来去了西面的于公祠内，这些文

人们每日可随意来去的地方，都是全国闻名的风景

胜地，其自然条件的优越和对文人意绪的影响自不

待言。

小说中写到的很多场景，如：赐书楼大醉高朋，

杜少卿夫妇游山，庄征君隐居于玄武湖畔，庄濯江话

旧于秦淮河边，王玉辉感伤于虎丘寺外，凡此种种，

都是江南城市秀丽景色和文人情怀融为一体的生动

体现。

综上言之，明清时期的江南城市，以其便利的水

路交通、繁荣的城市经济、深厚的历史积淀和秀丽的

风物景色，成为文人理想的栖居地和聚会的首选地，

并因此承载了重要的文化功能，成为文化集聚与辐

射的中心地。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文化的下移，明清之际，“文

人”这个群体的准入门槛已经越来越低。《儒林外

史》名为写“儒林”，实际上却包含了大量从严格意义

上讲根本不能纳入“儒林”的人，他们是混迹在城市

里糊口、寄身于权门中乞食，还要辛苦维持自身文人

身份的窘迫而尴尬的一个群体。这个群体的种种劣

习———追利、逐名、虚伪、自我吹嘘、热衷交游而少有

真朋友，这些被吴敬梓嘲讽的丑行，其实也与城市的

发展和繁盛有一定关系。从这一角度看，我们或许

可以少一点鄙夷，多一些理解之同情，因为这是文人

群体在那个时代大背景下难以避免的悲哀与无奈。

（本文作者：孙　逊　上海高校都市文化Ｅ研

究院首席研究员；孙　萌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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